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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视阈下中国“双碳”目标实现路径选择研究
谷方杰,张文锋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摘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彰显了中国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定力和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 绿色技术创新和制度质量被认为是减缓碳排放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
然而少有研究从我国省际的角度分析技术创新和制度在减少排放方面的作用。 因此,考察 2000—2018 年间我

国省际的绿色技术创新、制度质量、可再生能源、化石燃料能源和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长期影响。 考虑到

残余横截面依赖和异质性的潜在发生,使用增广均值组(AMG)和共同相关效应均值组(CCEMG)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可再生能源消耗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相比之下,制度质量、经济

增长和化石燃料能源消耗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正向影响。 基于此,为了找准“双碳”目标实现路径,本文提出了重

塑国家创新体系、稳步推进制度创新以及全面统筹不同行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绿色技术创新;制度质量;二氧化碳排放;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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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h selection of China’s “Double Carbon”
goals from the provincial perspective

GU Fangjie, ZHANG Wen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3,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is a major decision and deployment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which highlights China’ s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to adhere to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to actively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are considered to be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slow down carbon emissions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analyzed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s provinces. Therefor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ong-term impact of
China’s inter provinci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renewable energy, fossil fuel energy and
economic growth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2000 to 2018.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occurrence of residual cross-
section dependence and heterogeneit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using the augmented mean group (AMG)
and the common correlation effect mean group ( ccemg) .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ontrast, 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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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fossil fuel energy consumptio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path to achieve the “ dual carbon” goal, this article proposes suggestions such as

reshaping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teadily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coordina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regions.

Key words: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stitutional quality;CO2 emission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相关文献综述

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

发展必须要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1]。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但目

前,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

主要驱动力。 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

成分,在环境研究文献中受到了广泛关注[2]。 国

际能源机构(IEA)指出,化石燃料使用的增加引发

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激增,因此为了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并实现可持续目标,需要快速做出转变。
此外,联合国制定了于 2030 年实现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其中强调要以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可持续

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作为应

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的解决方案。 因此,减少

碳排放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主要问题,发展绿

色技术创新也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

因素[3]。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

源消费持续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增加。
2007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2009 年,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提

出了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量比 2005 年减少

40% ~45%的目标。 2015 年,中国政府在中美气

候变化联合声明中郑重承诺,到 2030 年将达到碳

排放峰值[4]。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平衡经济发展

与碳排放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

调发展,需要全国各省共同努力。 中国幅员辽阔,
各省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耗

差异较大。 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有
必要分析中国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制定合

理的减排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国内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指数分解法。 指数分

解的方法有很多。 在分析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

素时,通常将其分解为能源强度、收入水平、能源

消费、人口数量等因素,结论也不同。 指数分解法

具有许多优良的特性,简单易操作,因此在研究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指数分解法也有其缺

点,如无法处理非线性关系、政策因素和技术进

步。 第二,投入产出和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 胡

宗义[5]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重点研究了

碳税征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结果表明,征
收碳税可以减少碳排放,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

大影响。 投入产出法和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法基

于特定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可以对每个部门进行

详细分析。 然而,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每五年更新

一次,因此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 第三,经济计量

分析。 计量经济分析没有固定的模型,具有很强

的灵活性。 总体而言,主要研究收入水平、人口规

模、产业结构、贸易水平、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碳排

放的影响。 然而,根据学者们不同的研究目的和

重点,模型集是不同的。 马晓钰等[6] 综合运用静

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利用工具变量控制这

两个模型的内生性质,实证研究中国二氧化碳排

放的影响因素。 王瑛等[7]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揭

示了邻近省份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
运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从能源结构、能源强

度、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的角度对碳排放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解。
根据上述文献发现,显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分析。 然而,一
些从我国省际角度研究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

关系的研究可能存在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也忽视

了绿色技术创新等重要命题,尚未有从技术创新、
制度质量等视角展开对我国省际二氧化碳排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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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因此,本文力图填补了这一空白,研究结论

不仅有助于我国制定必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政策,
而且能够指导省域识别出可能对减缓二氧化碳排

放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优先考虑经济增长

而不是环境问题,但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反而会关

注环境问题,通过使用、进口以及减少生产可再生

能源和高污染产品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此外,
有了良好的意识和先进的技术,各国可能会更加

关注环境,减少排放。 近年来,有学者利用制度质

量和创新等附加变量对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曲
线进行了修正。 如 Le 等[8] 利用全球化、金融发

展、政府支出和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制度质量,验
证了 47 个新兴国家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Hassan
等[9]发现表明,高收入水平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这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命题的存在性。
当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真实性也受到了

质疑。 有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造

成的环境污染具有“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不
同的样本地区和计量模型也会导致不同的曲线结

果。 “双碳”目标的总体战略定位为正确看待应对

气候变化、理解“双碳”工作提供了最重要的全局

性视角———“发展”与“减碳”并不是全然对立和简

单取舍的关系。 气候问题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 因此,为了验证我国

省际情况,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经济发展水平提

高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二)绿色技术创新与二氧化碳排放

绿色技术创新是指能控制能源消耗、降低污

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以及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的新技术创新[10]。 绿色技术创新还指将技术工艺

用于生产减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的绿色产品。
绿色技术创新可以应用于清洁能源生产、替代燃

料以及比化石燃料对环境危害更小的技术的使

用[11]。 此外,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助于促进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并提高各国对可再生能源的优化利

用[12]。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绿色技术创新将是减

少环境排放、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手段[13]。
因此,要实现“高质量零碳转型”关键在于依靠有

效的研发投入和资本支出。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

资可以使生产和经济活动更具可持续性,并成为

我国减少碳排放的潜在解决方案。
随着对采用绿色技术创新的呼声日益高涨,

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正在研究和判断创新是否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正确和有效途径。 例如,Sun
等[14]报告称绿色创新是应对能源和环境相关挑战

所需的精确工具和战略之一。 因此,创新的作用

是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补充。 此外,邵
帅等[15]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促进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并促进优化利用可再生资源,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量。 然而,关于绿色技术创新和二氧化

碳排放之间的双边联系仍然存在争议,研究结果

没有统一。 如 Ben 等[16]运用恩格尔—格兰杰因果

关系和 ECM 对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创新和制度质

量促进了可持续增长。 Godil 等[17]认为,可再生能

源的使用和技术创新减少了 1990—2018 年中国交

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 而其他研究开展的前提

是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会增加环境污染这一理念。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二氧化碳排

放的影响并不只存在正效应。 基于研究结果尚未

定论,需要进一步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二氧化碳

排放的影响。 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2:绿色技术创

新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三)制度环境与二氧化碳排放

除了开发绿色技术之外,完善的制度还可以

帮助实施环境保护措施,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

改善环境质量[18]。 各国目前正在建立一个健全有

效的体制框架,以打击腐败、加强资金管理和改善

环境条件。 Ibrahiem[19]研究发现,一个国家防治环

境污染的能力取决于有效的制度。 然而,有学者

认为,发展中国家还需要更有效的机构来执行政

策,实施目标远大的解决方案,以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 有研究表明,良好制度的积极作用大于其消

极作用,特别是在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和犯罪

方面,但关于其对环境影响和后果的研究却很有

限。 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我国省际绿色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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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制度品质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良好的制

度对环境可持续能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一个国

家的环境质量取决于其政府制度[20],与 GDP 水平

无关,因为在环境法规较差的国家,污染也会增

加。 各个地方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促进可再

生能源的使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有效的

制度是解决因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引起的二氧化

碳排放的正确方法和途径。 这些研究结果也得到

了其他学者们的证实。 如 Salman 等[21] 研究了

1990—2016 年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的制度质

量对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类似地,
Shahbaz 等[22]指出,制度质量通过有效的环境条例

提高了七国集团经济体的生态可持续性。 Dorota
等[23]证明政府效率高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减

少了二氧化碳排放。 同时,Anasuya 等[24] 揭示了

制度质量对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负面影

响。 其他研究还发现,制度质量增加了二氧化碳

排放,并对环境问题产生不利影响。 如 Teng 等[18]

发现制度质量显著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 类似

地,Azam 等[25]记录了 1991—2017 年间 66 个发展

中国家的制度质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积极影响。
基于上述考虑,提出研究假设 H3:良好的制度环境

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四)可持续的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

人们普遍认为,除非采取有效的气候相关措

施来阻止全球变暖,否则世界将面临严重的环境

灾难。 学者们认为,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 1. 5 摄

氏度以下,并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净零,对于

控制全球变暖造成的损害规模至关重要[26]。 然

而,二氧化碳并非是人类单纯从事个体行为活动

排放到大气中的,而是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

非再生能源使用所产生的,这种消耗无疑会加剧

环境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可再生能源等可行的

替代能源,这对于满足目前主要由经济活动产生

的对全球能源的需求至关重要[27]。 从本质上讲,
如果世界要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应对气候

变化和全球变暖,风能、太阳能和海洋能源等低碳

可再生能源将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各国领导人

积极采取环境友好型举措,并履行他们在《巴黎协

定》下的碳减排承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转向可

再生能源,以遏制碳排放。 这使得人们开展了各

种调研来研究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与二氧化碳排放

之间的关系。 如 Sarkodie 等[28]进行研究得出依赖

化石燃料的经济体必须通过结合可再生能源实现

能源组合的多样化,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结论。
类似地,Namahoro 等[29]证实,1980—2018 年期间,
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增加为降低 4 个地区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可再生能源减少了二

氧化碳的排放,而不可再生能源增加了二氧化碳

的排放。 也有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与

环境相关的技术创新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动

力,建议开发和部署创新和可再生能源,以应对全

球变暖的危险趋势。 通过研究美国可再生能源消

费与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Yuan 等[30] 研究发

现,可再生能源支持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这表明

可再生能源在实现碳中和方面表现良好。 基于上

述考虑,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可持续的能源消耗

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

素,在 Emma 等[31]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动态面板

数据模型,公式为:
cit = β0 + β1 X′

it + δt + ηi + eit (1)
式(1)中:i 为省份,i = 1,2,…,30;t 为时间;cit

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X it′为影响二氧化碳排放

的因素; ηi 为地区难以观测效应; δt 为时间难以观

测效应; e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

实证研究使用各种污染物来代表环境污染,
而二氧化碳始终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
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污染物总排放量的比

重达到 70%以上,是一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大的

温室气体。 鉴于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温室气体存

量的风险,本文在研究中使用代表环境污染的二

氧化碳排放作为因变量。
在环保问题研究文献中,廖文龙等[32]指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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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消耗和经济指标。
一方面,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

关键指标,通过促进工业化、生产和制造业部门发

展,可以实现更高的 GDP 目标;另一方面,经济活

动的增加会转化为更多的能源消耗,从而对环境

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主要借鉴 Muhammad 等[33]的

度量方法,采用人均 GDP 这一指标。
绿色技术创新与良好的制度被认为是确保加

快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有效措施之

一。 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创新和制度

质量。 大多数的研究均采用研发投入强度这一指

标来衡量创新,采用规则和法律来衡量制度指数。
对于我国而言,主要采用樊纲等[34] 的中国市场化

指数。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使用研发投入

强度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以市场化指

数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将它们作为主要自

变量开展研究。
此外,可再生能源对缓解温室效应所引起的

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 太阳能、风能、水力发

电、生物量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能够帮助各国减

少不利于环境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等污染

物的排放。 化石燃料能源消耗作为二氧化碳排放

的决定因素也起着突出的作用。 因此,化石燃料

的燃烧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并将热

量储存在大气中,这导致了全球变暖。 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变量偏差被忽略的问题,本
文将再生能源消耗和化石燃料能源消耗作为控制

变量。
(三)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公布二氧化碳

排放量,因此本文采用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200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能

源研究(2007 年)和杜立民[35]的研究方法,估计了

化石能源消费和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

碳。 其中,能源消费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所有能源消费数据均折算为 10 000 t /
标准煤。 水泥生产数据来自中宏数据网。

EC = ∑
3

i = 1
EC i = ∑

3

i = 1
E i × F i (2)

式(2)中: EC 为 3 类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

碳总量;i 分别为煤炭、石油、天然气[36]; Fi 为煤炭、石
油、天然气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分别为2. 741 2 万 t /标
准煤、2. 135 8 万 t /标准煤、1. 626 2 万 t /标准煤。

水泥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

式为:
CC = Q × H (3)

式(3)中:CC 为水泥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Q 为水泥生产量;H 为水泥生产过程中二

氧化碳排放系数,取 H =0. 527 万 t /标准煤。
制度变量数据使用的市场化程度数据来源于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采用 1999—2020
年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 其他变量数据主要来源

于同期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根据常

规分类,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直
辖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内蒙古等省(直辖市、
自治区);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
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省(直辖市、自治区)。
表 1 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平均值最高,其次是经济增长和化石燃料能源

消耗。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 CO2 2. 788 1. 382 0. 171 8. 625

人均 GDP 1. 883 1. 064 0. 119 7. 654

研发投入强度 0. 016 0. 009 0. 001 0. 078

市场化指数 0. 331 0. 186 0. 324 0. 924

化石燃料能源消耗 0. 798 0. 247 0. 268 0. 935

可再生能源消耗 0. 462 0. 138 0. 297 0. 793

四、实证分析过程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根据研究,每个变量的数据都具有不稳定的

特征。 一般而言,具有趋势的面板数据是非平稳

的,方程回归可能存在伪回归。 因此,这些变量需

要进行单位根检验。 面板单位根的检验方法主要

包括: LLC[37]、 IPS [38]、 Fisher-PP 和 Fisher-ADF
法[39],检验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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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检验方法

LLC IPS ADF-Fishier PP-Fisher
人均 CO2 -35. 135∗ -8. 852∗ 247. 169∗∗ 325. 526∗

人均 GDP -26. 253∗ -6. 847∗ 236. 499∗ 282. 369∗∗

研发投入强度 -33. 989∗∗ -11. 648∗∗ 317. 463∗∗ 384. 645∗∗

市场化指数 -75. 327∗∗ -28. 599∗∗ 496. 550∗∗ 612. 954∗∗

化石燃料能源消耗 -48. 745∗∗ -14. 578∗∗ 85. 248∗∗ 63. 217∗∗

可再生能源消耗 -24. 248∗∗ -13. 247∗∗ 17. 248∗∗ 84. 547∗∗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5、p < 0. 10 时有统计学意义;原假设为
存在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软件自动选择。

表 2 中各种统计的检验结果证实,上述变量均

为一阶单积分,即存在协整关系。 为了验证这一

结论,进一步检验了面板协整关系。
(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对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传统的方法主要有

Engle-Grangle 两步法和 Johansens 似然比法。 当测

试小样本面板数据中的协整关系时,Johansen 检验

的功效可能会失真。 在检验面板数据之间是否存

在协整关系时,为了获得稳健的结论,本文使用

Pedroni[40]提出的 7 种检验统计量来判断变量

lnQ、lnK、lnL 与 lnR 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在小样本中,panel v-stat 和 group rho-stat 的检

验效果最差,panel ADF- stat 和 group ADF-stat 最
好,其他检验效果处于中等水平。 如果测试结果

不一致,应以 panel ADF-stat 和 group ADF-stat 检验

为准。 因此,表 3 中的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证实了所

有变量之间确实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

均衡关系。
表 3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结果

Panel
v-Stat

Panel
rho-stat

Panel
PP-stat

Panel
ADF-stat

Group
rho-stat

Group
PP-stat

Group
ADF-stat

- 1. 068 5. 496 - 7. 567∗ -1. 411∗ 9. 352 -15. 692∗∗ -7. 259∗∗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5、p < 0. 10 时有统计学意义;原假设为
不存在协整关系,除 Panelv-stat 为右尾检测外,其余统计量均为左
尾检测。

(三)面板模型估计

根据以往学者们的研究经验,在使用面板数

据模型进行经济分析时,应首先对模型进行假设

检验,以确定模型中的参数在不同截面之间是否

相同,然后估计参数。 根据截距向量和系数向量

中各分量的不同约束要求,面板数据模型可分为

混合估计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 因此,
有必要测试样本数据适用于哪种模型,避免模型

设置的偏差,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本文使用

协方差分析来检验以下两个假设:

H1:截距项和个体变量系数相等。
H2:个体变量系数相等。
如果接受 H1,则它属于混合估计模型;如果

H1 被拒绝,则检验假设 H2。 如果接受 H2,则它属

于可变截距模型,否则它属于可变系数模型。 可

变系数模型、可变截距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的残

差平方和分别为 S1、S2 和 S3,小组个体数为 N,小
组时间跨度为 T。 根据沃尔德定理,统计 F1 在 H1
假设下构建,统计 F2 在 H2 假设下构建,其中:

F1 = (S3 - S1) / [(N - 1)(K + 1)]
S1 / [(N - 1)(K + 1)]

~ F[(N - 1)(K + 1),N(T - K - 1)] (4)

F2 = (S2 - S1) / [(N - 1)K]
S1 / [NT - N(K + 1)]

~ F[(N - 1)K,N(T - K - 1)] (5)
结果表明,可以采用混合估计模型,估算解释

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长期弹性。 表 4 给出了长

期弹性的结果。 本文主要采用增广均值组(AMG)
和共同相关效应均值组(CCEMG)方法进行估算。
增广均值组 ( AMG) 和共同相关效 应 均 值 组

(CCEMG)方法考虑了参数异质性和横截面依赖

性,适用于长期的弹性系数估计。
表 4　 长期估计结果(因变量:二氧化碳排放)
变量 AMG 系数 P 值 CCEMG 系数 P 值

人均 GDP 0. 197 0. 086∗∗ 0. 092 0. 068∗∗

研发投入强度 - 0. 024 0. 006∗ - 0. 032 0. 004∗∗

市场化指数 - 0. 039 0. 031∗∗ - 0. 062 0. 034∗∗

化石燃料能源消耗 0. 627 0. 002∗∗∗ 0. 614 0. 000∗∗∗

可再生能源消耗 - 0. 147 0. 003∗∗∗ - 0. 286 0. 002∗∗

常数 - 1. 455 0. 002∗∗∗ - 3. 832 0. 000∗∗∗

Wald - 检验 36. 871 — 30. 165 —
Sigma 0. 075 — 0. 044 —

注: 增广均值组(AMG); 共同相关效应均值组(CCEMG);∗∗∗、∗∗、
和 ∗ 分别表示 p <0. 01、p <0. 05 和 p <0. 10 时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 4 可知,首先,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有

积极和显著的影响。 更具体地说,研究结果表明,
GDP 出现1%的增长分别与0. 197%和0. 092%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有关。 这些发现还揭示了我国省际

经济活动的扩张会引发环境污染物排放。 我国省

际发展经历了迅速的全球化和强劲的经济增长,
如依赖大量化石燃料能源的工业、制造业和运输

活动[41]。 这将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文认

为我国省际应调整其经济模式,以减少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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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其次,绿色技术创新对二氧化碳排放有负的

和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AMG 和 CCEMG 的系数分

别为 - 0. 024 和 - 0. 032,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将会

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

我国省际减少额外消耗的碳,并可能有助于我国

省际经济和工业结构向更加可持续的动态过渡。
然而,因为存在着重大的技术创新差距,我国大多

数省际往往无法紧跟技术前沿。 此外,由于研发

投入不足,大多数发明者无法转让其技术,尚未达

到预期的创新水平。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无论绿

色技术创新取得了何种程度的进展都将对我国省

际的环境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再次,制度质量系数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负

相关。 这意味着制度质量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制度质量

出现 1%的变化,使 AMG 和 CCEMG 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分别减少 0. 039%和 0. 062% 。 这些发现验证

了研究假设 3。
最后,化石燃料能源消耗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

正的显著影响。 结果表明,化石燃料使用量每增加

1%,我国省际的碳排放量分别增加 0. 627% 和

0. 614%。 近年来,我国大多数省份经济发展迅猛都

是建立在基础设施和项目以及依赖化石燃料能源的

经济活动上的。 这将引起碳排放的激增,导致环境

污染。 因此,这些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
要求他们停止使用能够导致气候变化的化石燃

料。 此外,可再生能源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系数为

负且显著。 准确地说,在 AMG 和 CCEMG 估算方

法下,可再生能源消耗量每增加 1%将使二氧化碳

排放量分别减少 0. 147%和 0. 268% 。 我国幅员辽

阔、地大物博,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其拥有着如

太阳能、风能和水力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 除了

在水力发电和地热能方面的潜力外,我国太阳能

发展也非常迅猛。 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可持续能

源供应以及减少环境污染,我国一些省份致力于

寻求可再生能源来替代传统化石燃料,从而达到

理想的环境治理效果[42]。 因此,各地政府必须支

持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的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改善环境质量。 此外,鼓励法律法规向可再生能

源领域倾斜,这将有助于改善我国省际的环境

绩效。
(四)稳健性检验

目前,专利索引已被多位学者[43] 用来度量创

新。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使用人均专利作

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 在制度质量方面,
借鉴卢现祥等[44] 的研究,采用对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的测算结果,作为制度质

量的代理变量,将它们作为主要自变量进行稳健

性检验(见表 5)。
表 5　 长期估计结果(因变量:二氧化碳排放)
变量 AMG 系数 P 值 CCEMG 系数 P 值

人均 GDP 0. 127 0. 067∗ 0. 084 0. 053∗

人均专利 - 0. 021 0. 005∗∗ - 0. 064 0. 003∗∗∗

制度性交易
成本指数

0. 028 0. 029∗∗∗ 0. 053 0. 031∗∗∗

化石燃料能源消耗 0. 524 0. 005∗∗∗ 0. 629 0. 003∗∗∗

可再生能源消耗 - 0. 167 0. 004∗∗∗ - 0. 227 0. 001∗∗

常数 - 1. 364 0. 001∗∗ - 4. 628 0. 000∗∗

Wald-检验 39. 247 — 41. 628 —
Sigma 0. 079 — 0. 051 —

注: 增广均值组(AMG); 共同相关效应均值组(CCEMG);∗∗∗、∗∗、
和∗分别表示 p <0. 01、p <0. 05 和 p <0. 10 时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显示,专利数量对二氧化碳排放有负的

和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不仅如此,制度性教育成

本指数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正相关。 进一步验证

了研究假设 2 和研究假设 3。
(五)进一步分析

目前,碳达峰、碳中和已带来的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重大变化,其影响力不小于三次工业革命,
甚至将成为影响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能源

安全、未来国际地缘政治地位以及重塑世界经济

格局的重要推动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的通知》,对各阶段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

了任务和目标,也指出了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体

系、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以及和谐共生负碳

的生态系统是支撑未来 40 年实现低碳和零碳转型

的三大支柱。 因此,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

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双碳”目

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以往对经济增长的一味追求导致了不同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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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相互依存性增加,其中,工业经

营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能源消耗需要释放对环境

有害的二氧化碳,造成环境污染。 目前,全球疫情

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我国经济

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越发

严峻。 为此,我们利用面板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

各省级经济增长、绿色技术创新、制度质量以及可

再生能源消耗和化石燃料能源消耗对我国二氧化

碳排放的影响。 考虑到残余横截面依赖性和异质

性的潜在发生,利用动态异质性技术 AMG 和

CCEMG 方法进行计量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有

助于学者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和制度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和实现可持续环境方面的作用,为可

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有效结论和必要的政策建议。
五、简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可再生能源

消耗大大减少了我国省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
制度质量、经济增长和化石燃料能消耗费增加了

二氧化碳排放量。 由此可以推断,在我国省际的

经济增长阶段,环境污染将会增加。 此外,随着我

国经济的增长,后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碳达峰挑

战,因为技术创新的局限性和我国长久以来无法

彻底摆脱的工业化性质,导致今后会更多地依赖

诸如化石燃料等此类廉价的污染能源。 因此,在
技术突破与市场创新驱动下,产业迁移与演化呈

现“非零和博弈”的特征,也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动力。 技术创新的任何改进都将有助于

减少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 同时,对可再生能源

等替代能源的需求对于我国省际减少碳排放和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 从低碳转型与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

依靠技术创新、垂直一体化整合、横向零碳产业联

盟等方式,完全能走出一条“负成本—零排放—正

增长”的高质量零碳转型之路。
(二)政策建议

第一,对标“双碳”,重塑国家创新体系。 碳中

和目标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风向标,高质量

发展是企业实现低碳转型的有效路径。 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的“降碳”目标既要采取行政手段,也

要依靠市场手段。 合理依托技术市场,加速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是现实之举。 因此,应以实施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引领,建立健全降碳激励机

制,构建以企业(特别是领军型企业)等为创新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金介”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打造并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关键核心技

术再到产业化、商业化示范的完整创新链条,充分

发挥全社会对低碳技术的自主创新力,建设能力

强大、功能完备、资源高效配置的国家创新体系,
推动并形成以科技创新驱动为主,支撑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助力“双碳”目标愿景实现的体系化

创新能力。 同时,强化科技创新系统设计,按照

“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原则,考量经

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双碳”对科技创新的重大需

求,在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梯度、持续部署若干

调整能源结构、提升清洁能源比重、减低重点行业

碳排放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制造工艺、
推进低碳原料替代等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推动

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产业化商

业化落地,构建一体化创新、接续高质量发展的新

格局。
第二,稳步推进制度创新,构建“双碳”改革制

度体系。 制度改革对于我国省际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和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 为了减少制度对我

国环境的不利影响,决策者应加强其制度优势,制
定实施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政策。 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降碳的首要条件是加强组织领导,从
顶层设计统筹降碳工作要求,逐步形成能够体现

降碳增效要求、纳入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完成情况

的生态环境相关考核体系,让资本和市场在绿色

发展中起到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各方

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

制障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制度创新

的基础工作是建立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

账户,促进碳核算和生态核算。 在建立碳核算和

生态核算的基础上,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形成

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包括碳减

排、常规污染控制、生态恢复和经济增长,并确定

每个实体的减排责任。
第三,全面统筹不同行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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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序实现“双碳”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手段是要强化目标、区
域、领域、任务、政策、监管等方面的协同与深度耦

合共振。 企业若想实现碳中和,就需要通过能源

体系、经济体系和生态系统三大支柱赋能。 时间

维度上,推动新能源生产企业、电力为主的高技术

企业、清洁技术占比较高的制造业、终端服务业等

率先达峰。 空间维度上,根据不同区域的能源特

点,制定行动方案。 同时,电力脱碳化、原料脱碳

化、燃料脱碳化、用能电气化、能源资源利用高效

化以及环境影响负碳化是我国实现脱碳的重要举

措。 例如,西北地区资源丰富,煤炭高效清洁利

用,开发风景资源,率先实现清洁能源;西南地区

风、光、水、气资源丰富,形成多能源互补、综合开

发利用的格局;京津冀地区煤炭消费量高,促进污

染和碳减排技术的应用,并实施清洁能源替代;长
三角地区高度依赖国外能源,可以利用科技创新

优势促进海上风电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珠三

角应发挥区域优势,开发海洋油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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